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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网络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基于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王群勇 王西贝
1
 

【摘 要】：通过匹配 2004-2018年中国 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网络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铁网络的完善促进了当地产业

结构升级，通过外溢效应带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但其作用方向和强度随区位、人口规模的差异具有较强的空间异

质性。高铁网络推动了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较大人口规模城市产业协同发展。对于区域内部，高铁

网络对不同城市群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时间惯性和时空滞后性。短期内，高铁网络的完善

直接提升了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但溢出效应存在方向性差异；长期内，仅西部地区存在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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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愈加成为影响区域联系和交流的因素之一。为提高交通运输整体能力，降低交流成

本，高速铁路(简称“高铁”)已成为提升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交流的重要方式。自 2003年秦沈线通车后，中国加

快了高速铁路网建设，并于 2008年和 2016年相继提出构建“四横四纵”和“八横八纵”高铁网络。截至 2020年底，中国高铁

运营里程达 3.8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铁的完善和覆盖面的扩大，提高了城市间可达性和连通性，扩张了中心区域范围，有

利于产生“时空压缩”效应。一方面，高铁线路贯穿多个省、市，高铁的便利性降低了要素的贸易成本，提高了要素流动速度

和配置效率，增强了产业间协调和联动能力，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高铁建设通过“以线带面”的方式促进了

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在全球经济疲软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如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中国

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因此，深层次挖掘高铁网络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已成为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反映了要素向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主要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指地区产业结构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吴振球等，2013),表现为从农业、制造业到

服务业依次占主导地位的变迁，反映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意味着产业结构优化，强调产业间发展协调程度以及产

业结构的聚合质量(干春晖等，2011)。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微观层面上反映了资源合理配置和技术进步，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上反

映了产业链升级、部门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城市间产业分工合作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优化升级

的基础，而高级化的前提条件是要素的流动和集聚，因而需要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高铁作为一种具有高速、高效和高容量的运输方式，显著提高了城市间可达性和连通性(Wang 和 Duan,2018;Hu 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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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时间成本和贸易成本，直接提升了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范围，推动区域间交流，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

具体来说，高铁网络的逐步完善加快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扩大了资源的共享范围，加速知识溢出(Tsekouras 等，2016),通过

强化城市间经济联系(杜兴强和彭妙薇，2017),提高沿线城市的联动和互补能力，有助于城市间产业分工合作和产业布局合理化，

提升产业融合力度，推动结构升级。黎绍凯等(2020)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是通过高铁对资本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提升实

现的。首先，高铁网络的完善加速了人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推动区域内部资源整合和再分配，在通过规

模经济直接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通过高新技术和高端人才引入提高生产效率，间接降低成本，使企业有机会进一步提升创

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的生产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其次，高铁产生的引流作用可以拉动沿线城市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邓

涛涛等，2017),降低制造业比例，提升高端服务业比重(蒋华雄等，2017),促进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进一步推动当地产业结构

升级。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知，高铁建设的主要作用是强化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和结构效应(王雨飞和倪鹏飞，2016)。

短期内，可以提升就业水平(蒋茂荣等，2017),长期内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塑区域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效果(Jiao

等，2014;Jiang和 Chu,2017)。同时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相邻非高铁城市的经济发展(俞路和赵佳敏，2019),缩短地区间发

展差距。因此需要不断完善高铁网络，通过高铁建设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合理化空间经济格局，推动中国城市体系结构

多中心化发展(游悠洋等，2020)。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高铁建设在地区层面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中国高铁网络呈现出东密

西疏的状态，使用复杂网络测度发现国内一线城市高铁网络的偏心率和度数明显增加(Xu等，2018),高铁网络建设的非均等状态

将导致地区经济效应明显不同。高铁线路的开通扩大了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的差异，拉大区域经济差距(戴学珍等，2016;卞

元超等，2018)。 

综上所述，高铁网络建设通过加快要素流动提高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在促进资源再分

配的同时改变区域空间发展形态，最终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深入探究高铁网络建设与城市产业结构之间的关

系有利于将高铁建设作为新增长极，通过带动沿线城市产业高级化从而拓展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途径。但现有文献对高铁网络和

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较少且范围局限，大部分集中于高铁网络的测算和高铁线路开通的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方法上多使用

PSM-DID,将高铁开通设置为虚拟变量进行讨论(周玉龙等，2018;罗能生等，2020)。而高铁建设时间长，线路间存在空间关联性，

单条线路通车不仅对站点城市产生影响，还将对整体高铁网络产生联动效应，普通的研究方法忽略了高铁网络的动态时间效应

和空间溢出效应。为补充该方面的研究，本文使用 2004-2018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和高铁建设数据进行匹配，利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测算高铁网络性质，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高铁网络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高铁网络性质，丰富目前对高铁网络联通情况的定量分

析；第二，根据区位、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分地区讨论高铁网络作用的异质性；第三，在静态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

上，扩展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高铁网络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长短期效应。 

三、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根据城市特征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共整理出 2004-2018年中国 285个城市的特征数据，使用插值法补齐缺失值。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共有 183 个城市开设高铁站并通车，102 个城市未开通高铁。为全面衡量交通便捷性对地区联系的影响，使用城

市间最短旅行时间构建时间权重矩阵。高铁开通时间及站点、城市间旅行时间通过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 12306 网站查询、整

理得到，飞机航班相关数据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获得，地级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1)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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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ES)进行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方法较多，何平等(2014)使用结构超前值进行衡量，但该

指数适用于中、微观数据，而本文数据为宏观数据，故无法使用。匡远配和唐文婷(2015)借鉴钱纳里的研究，结合劳动生产率

和产业比重构建了高级化指标，该指标的构建是以美国工业化发展作为参照，使用时将受到国家发展情况限制。唐晓华和刘相

锋(2016)使用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构造指标，但该产业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一般集中于发达城市和大型城市，易对中小型城市的

测度造成偏误。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使用非农产业比值进行衡量，但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第三产业

增长率已明显超过第二产业，该方法可能会高估重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根据大多数学者提出的测算方法(干春晖等，

2011),本文使用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衡量，该方法较准确地描述了不同地区服务业化程度，可以避免

高估制造业发达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为验证上述指标的合理性和稳健性，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使用第二、第三产业

增加值之和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得到非农产业比代替 ES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现有学者大多选取 2008年京津线开通后数据进行研究，但已有研究表明高铁建设期内会增加当地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因

此使用 2003年 7月 1日到 2018年 6月 30日开通的高铁线路数据，通过 SNA方法构建网络模型计算高铁网络相关指标。根据 SNA

的定义，将 285 个城市作为节点构建网络连接矩阵，若两城市间开通高铁线路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本年度线路开通时间设定

为上年度 7 月 1 日至本年度 6 月 30 日，共构建 15 年的矩阵测度高铁网络性质。随着高铁线路增加和高铁网络规模逐步扩大，

高铁网络图呈现出动态变化，相对中间中心度(HSR)可用于比较不同的网络图，故使用 HSR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测度高铁网络完善

度。HSR值越高，则高铁网络完善程度越高，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联通控制能力越强。计算方法如下(刘军，2004): 

 

其中：gjk(i)和 gjk分别表示点 j 和 k 之间经过点 i 和不经过点 i 的最短途径数，n 为节点数目，bjk(i)测度了节点 i 处于 j

和 k 间最短途径的概率，加总 bjk(i)得到点 i 的绝对中间中心度 CAB(i),通过与网络中节点中间中心度的最大值相比得到点 i 的

相对中间中心度 HSR(i)。 

产业结构高级化可分为产业间替换和产业内部升级。产业间替换是指城市产业呈现出“三、二、一”动态演进格局，产业

内部升级指各产业内部优化，包括企业集约化发展、产业链升级、产值增加等。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能力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

并通过城市间分工合作推动制造业迁移。因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提升将会直接作用于产业间替换，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故将两者作为控制变量。张国强等(2011)证明了人力资本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内部结构升级更需要通过提升

其自身创新水平进行，而且还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引入先进技术和前沿知识，提高企业生产率，创新产品，促进相关

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在内涵上存在一定重合，因此选择创新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更合适。虽然产业

政策对产业结构存在影响，但其作用效果不仅受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实施力度的影响，还受多种经济因素影响，故不考虑。控制

变量计算方式如下：①国内消费水平(con),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 GDP 的比值衡量；②创新水平(sci),对数化处理各城市

的专利授权量；③区域开放程度(fdi),通过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使用当年平均汇率进行转换)与 GDP 的比值测度；④人均

GDP(pgdp),进行对数化处理后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2.权重构建及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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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重构建。 

空间权重矩阵用于度量个体间的空间联系，常使用地理距离或邻近关系构造。随着基础交通运输发展，距离对区域间经济

交流的制约减弱，时间成本成为阻碍人力和资源流动的主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跨区域流动的最短旅行时间权重矩阵(W)度量两

地间联系，相比地理距离权重或邻近关系权重更符合现实情况。由于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本文

选择普快(K)、直达(Z)、高铁(G)和飞机(P)作为出行方式，并将城际(C)、动车(D)和高铁(G)归类至高铁 1。经查询、整理得到

城市间四种方式的最短旅行时间并构造时间权重。由于部分城市存在未开通高铁、高铁开通运营时间较短或开通车次较少的情

况，为四种运输方式赋递减的权重，计算如式(4)。同时，为验证时间权重稳健性，使用城市经纬度计算两地距离构造地理距离

权重，如式(5)。 

 

其中，Kij、Zij、Gij、Pij分别表示任意两城市间通过普快(K)、直达(Z)、高铁(G)和飞机(P)到达的最短时间，dij为两地距离。 

(2)模型设定。 

空间计量模型通过加入空间权重矩阵衡量个体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升城市间互联互通和资源

配置能力，扩大城市间相互影响，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可以有效衡量空间溢出效应，更符合实际情况。Elhorst(2014)提出广义动

态空间模型，如式(6),Xt和 Zt分别为外生和内生解释变量，WYt-1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时间滞后项。 

 

令广义动态模型中的τ、η、β3、β4、π、δ、λ、κ、ξt、ζ为 0,可得到空间杜宾模型(SDM),如(7)式。转换为(8)式

后得到 SDM 模型的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 ,其中，

d−d-表示矩阵对角线元素均值，rsum¯为矩阵非对角线元素行和平均值。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令 SDM模型中的β2=0可退

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AR)。 



 

 5 

四、实证分析 

1.高铁网络相对中间中心度测算 

高铁建设存在阶段性，中国发达城市高铁线路建设速度和范围远超欠发达城市。为明确高铁建设和开通状况，表 1 列出了

2011-2018 年东、中、西部地区高铁相对中间中心度排名前 20 的城市数量。近 8 年来，东部地区高铁建设速度一直保持着较高

水平，中部地区高铁建设呈现较强的波动性，但整体建设状况良好，西部地区自 2013 年开始进行建设，直至 2018 年才有较大

提升。结合中国高铁开通城市与相对中间中心度排名发现，截至 2018年，西北地区仅西安、宝鸡、兰州、渭南在高铁网络中具

有较强的控制力度和联通能力。总体而言，中国高铁网络发展呈现由东向西、从南向北的延伸过程，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呈现

出较强的一致性。 

表 1 2011-2018年高铁相对中间中心度排名前 20的城市数量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东部 12 12 11 14 11 11 10 9 

中部 8 8 9 5 7 8 9 6 

西部 — — — 1 2 1 1 5 

 

2016年提出“八横八纵”后，高铁网络密度得到进一步提升，表 2列出了 2014年和 2018年相对中间中心度排名前 10的城

市。东部地区仍占比较大，多个城市处于高铁网络核心枢纽位置，这些城市在整体网络中的连接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强。中西部

地区交通枢纽城市数量远低于东部地区，且西部地区仅西安在高铁网络中占据较重要的位置。北京 2018 年相对中间中心度为

3.732%,排名第 11 位，变化不大，滁州、南京、西安首次进入前 10。四年间，原有城市的相对中间中心度均得到了较大提升，

郑州变化最为显著，相对中间中心度提升了 8.543 个百分点，进一步缩小了与武汉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心枢纽城市在高铁网络

中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整体网络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整体来看，中间中心度呈现由省会城市向非省会城市、大城市向

小城市递减的趋势。 

表 2 2014年和 2018年相对中间中心度排名前 10的城市 单位：% 

城市 武汉 郑州 天津 北京 秦皇岛 合肥 广州 沈阳 杭州 衡阳 

2014年 5.395 3.561 3.507 3.147 3.135 2.860 2.440 1.773 1.701 1.463 

城市 武汉 郑州 天津 广州 秦皇岛 合肥 西安 沈阳 滁州 南京 

2018年 13.169 12.104 8.095 7.912 7.376 7.061 6.949 5.056 4.789 4.756 

 

2.模型构建与分析 

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首先需使用面板莫兰检验讨论空间相关性，经过计算可得，莫兰值为 0.084,检验统计量为

15.125(p=0.000),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其次，使用拉格朗日乘子(LM)检验、稳健的 LM 检验(RobustLM)、Wald 检验和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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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对模型的选择进行判断，后两种检验用来判别 SDM模型是否可以退化为 SAR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综合四种检验结果发现，

在时间权重下 SDM模型更具优势。检验结果见表 3。为佐证上述结论，使用贝叶斯后验模型概率方法再次验证模型选择问题。该

方法使用似然函数和先验分布得到后验分布，通过计算对数边际似然值得到一系列无条件后验模型概率，这些后验概率可作为

权重和模型的选择标准，最高后验概率对应的权重或模型为最适权重或模型。贝叶斯法的优点在于该方法对模型的推断不以模

型参数的特殊值为条件，直接得到后验概率，结果更直观、准确，且适用于小样本情况。计算发现，空间自变量滞后模型(SLX)、

SAR、SDM 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的概率分别为 0.000、0.000、0.999 和 0.001。为检验时间权重的适用性，在 SDM 模型下

计算时间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的贝叶斯后验模型概率。结果显示，时间权重的贝叶斯后验模型概率为 0.999。综上可知，SDM模

型和时间权重矩阵为最优组合。最后，使用 Hausman 检验确定具体的效应模型，结果为 4170.927(p=0.000),故选择固定效应模

型。 

综合比较三种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后，本文选择构建时间空间双固定模型。将权重矩阵和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地理距离权

重和非农产业比后再次估计 SD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两种权重下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相似，使用非农

产业比替换 ES进行估计后，变量系数估计方向的差异性较小，且 HSR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综合上述结果可知，时间

权重矩阵和 ES估计结果稳定。ρ显著为正，说明城市高铁网络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节点城市相对中间中心度越高，其周边开

通高铁线路的城市越多。 

表 3模型选择检验 

 
LM检验 RobustLM检验 Wald检验 LR检验 

spatial-lag 76.022 18.768 38.470 6.754 

p值 0.000 0.000 0.000 0.239 

spatial-error 305.717 248.463 85.321 -19.901 

p值 0.000 0.000 0.000 1.000 

 

表 4模型估计及稳健性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时间权重) 稳健性检验 

时间固定 空间固定 时间空间双固定 地理距离权重 
被解释变量： 

非农产业比 

HSR 
-0.062*** 

(-3.830) 

0.068*** 

(5.493) 

0.065*** 

(5.826) 

0.053*** 

(5.266) 

7.534*** 

(4.379) 

con 
-0.783

***
 

(-12.122) 

-0.691
***
 

(-11.606) 

-0.204
***
 

(-3.615) 

-0.204
***
 

(-3.630) 

-10.325 

(-1.183) 

sci 
-0.130

***
 

(-13.113) 

-0.119
***
 

(-8.206) 

0.043
***
 

(2.893) 

0.041
***
 

(2.880) 

-8.913
***
 

(-3.894) 

fdi -2.914*** -0.246 -0.496* -0.440 -2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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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1) (-0.753) (-1.669) (-1.470) (-0.571) 

pgdp 
0.570*** 

(25.031) 

0.177*** 

(6.736) 

0.711*** 

(21.349) 

0.730*** 

(22.214) 

7.792 

(1.518) 

w×HSR 
0.244*** 

(3.912) 

-0.174*** 

(-4.439) 

0.220*** 

(5.096) 

0.604*** 

(2.750) 

-3.496 

(-0.542) 

w×con 
3.587*** 

(9.178) 

-1.596*** 

(-3.980) 

-0.010 

(-0.027) 

0.132 

(0.105) 

-241.947*** 

(-4.268) 

w×sci 
0.107*** 

(3.555) 

0.161*** 

(3.569) 

0.0003 

(0.007) 

0.141 

(0.993) 

11.357 

(1.566) 

w×fdi 
0.962 

(0.513) 

-1.065 

(-0.920) 

-2.770** 

(-2.218) 

-18.085** 

(-2.488) 

-928.278*** 

(-4.738) 

w×pgdp 
-0.304*** 

(-11.294) 

-0.129 

(-1.610) 

-0.034 

(-0.391) 

-0.269 

(-1.161) 

12.705 

(0.957) 

ρ 
0.505*** 

(22.028) 

0.592*** 

(11.963) 

0.304*** 

(5.007) 

0.435*** 

(4.818) 

0.018 

(0.242) 

R2 0.290 0.729 0.780 0.779 0.770 

 

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分析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见表 5。高铁网络完善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

溢出效应。相对中间中心度的提升促进了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地区由劳动密集型城

市向资源密集型城市转变，并通过高铁网络互联互通产生正向外溢效应带动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区域整体产业结

构高级化和经济协调发展。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链。但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

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要素向发达城市集聚，产业结构具有显著区位特征，导致创新水平外溢效应不显著。人均 GDP 的提升通过

推动城市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的溢出效应表明人均 GDP可以通过正向的辐射效应带动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表 5效应估计结果 

 
HSR con sci fdi pgdp 

直接效应 
0.067*** 

(-6.139) 

-0.202*** 

(-3.522) 

0.043*** 

(-2.818) 

-0.498* 

(-1.669) 

0.714*** 

(-21.906) 

间接效应 
0.345*** 

(-5.263) 

-0.099 

(-0.197) 

0.020 

(-0.306) 

-4.272** 

(-2.355) 

0.268* 

(-1.814) 

总效应 
0.412*** 

(6.074) 

-0.301 

(-0.600) 

0.063 

(0.987) 

-4.770*** 

(-2.647) 

0.982*** 

(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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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区异质性与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1)地区异质性。 

上述研究表明高铁网络的完善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较强推动力，但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明显，东、中、西部地区在

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市场规模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上述原因可能会导致高铁建设的作用

效果存在差异，需进一步对地区进行细分。将 285 个城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讨论高铁网络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异

质性，结果见表 6。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相关性明显高于东

部，这与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布局状况相符。 

表 7 报告了东、中、西部地区 SDM 模型的效应估计结果。城市间联系的密切程度随高铁网络的完善而加深，相对中间中心

度的上升直接提高了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但其溢出效应不明显。东部地区高铁网络整体优于中部地区，因而高

铁网络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强度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高铁开通时间短、网络密度低以及自身发展问题导致高铁对本地

和邻近地区的作用效果仍未凸显。就控制变量来说，创新水平的上升在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阻

碍作用，这是由于东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易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促进要素向该地区流动和集聚，造成负向溢

出效应。中部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并且通过区域间示范作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

的外溢效应。西部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通过扩散作用提升了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人均 GDP 的上升推动了东、中、西

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会产生较强的辐射作用，有利于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人均 GDP 的提升首先作用于当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因

此外溢效应不显著。 

表 6东、中、西部地区 SDM模型估计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HSR 
0.066*** 

(5.947) 

0.057*** 

(4.297) 

-0.115 

(-1.451) 

con 
-0.251*** 

(-3.009) 

-0.103* 

(-1.799) 

-2.832*** 

(-14.218) 

sci 
0.056*** 

(2.739) 

0.108*** 

(4.946) 

-0.164*** 

(-7.481) 

fdi 
-0.687* 

(-1.681) 

-0.361 

(-1.122) 

-5.269*** 

(-3.383) 

pgdp 
0.384*** 

(8.634) 

0.895*** 

(15.202) 

0.432*** 

(10.534) 

w×HSR 
0.054 

(1.414) 

0.012 

(0.272) 

0.010 

(0.028) 

w×con 
-0.284 

(-0.986) 

-0.896*** 

(-1.974) 

0.797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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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ci 
-0.114** 

(-2.404) 

0.109* 

(1.789) 

0.145*** 

(2.812) 

w×fdi 
-0.518 

(-0.409) 

-2.957
**
 

(-2.116) 

-5.420 

(-1.228) 

w×pgdp 
0.181** 

(2.171) 

-0.138 

(-1.346) 

-0.020 

(-0.203) 

ρ 
0.171** 

(2.241) 

0.247*** 

(3.329) 

0.282*** 

(4.376) 

R2 0.787 0.838 0.476 

N 101 100 84 

 

表 7分地区 SDM模型效应估计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HSR 
0.067*** 

(5.917) 

0.077 

(1.639) 

0.057*** 

(4.191) 

0.033 

(0.543) 

-0.116 

(-1.375) 

-0.023 

(-0.043) 

con 
-0.256

***
 

(-3.085) 

-0.402 

(-1.170) 

-0.112
*
 

(-1.888) 

-1.254
**
 

(-2.058) 

-2.829
***
 

(-14.591) 

-0.006 

(-0.009) 

sci 
0.056

***
 

(2.712) 

-0.124
**
 

(-2.243) 

0.110
***
 

(5.243) 

0.184
**
 

(2.316) 

-0.162
***
 

(-7.461) 

0.138
**
 

(2.055) 

fdi 
-0.685* 

(-1.690) 

-0.765 

(-0.510) 

-0.396 

(-1.210) 

-3.852** 

(-2.063) 

-5.338*** 

(-3.520) 

-9.563 

(-1.599) 

pgdp 
0.383*** 

(8.813) 

0.302*** 

(2.658) 

0.896*** 

(15.565) 

0.112 

(0.665) 

0.435*** 

(10.536) 

0.140 

(1.045) 

 

(2)城市规模异质性与区域内部异质性。 

高铁线路开通推动了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聚，在提高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同时降低了人力资本的使用成本。因此，高铁网

络建设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较强的正相关性，地区高铁网络密度随人口密度增加而提高，从而使得要素在地区间流动速度、配置

效率也随之提高，故高铁网络完善可能随着人口规模的差异而产生不同效果。本文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

标准的通知》,以 100万人口规模为标准，将 285个城市划分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提出了城

市群发展规划。结合高铁建设规划可知，高铁网络建设将对城市群内部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挑选了规模较大的长三角、长江中

游和京津冀三个城市群进行分析，并构建时空双固定 SD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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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见表 8。大城市空间相关系数显著高于中小城市，意味着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大城市产业关联程度高于中小城

市。结合表 9 的回归结果发现，高铁网络完善打破了地域限制，但受限于地区自身发展状况，其作用效果差异较大。大城市相

对中间中心度上升直接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通过正向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整体区域产业协同

发展。人口规模较小的中小城市由于自身发展情况较差，工业化程度较低，高铁网络仅作用于本地，扩散效应不显著。就控制

变量来说，大城市科技创新水平较高，伴随充足的劳动力，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而中小城市

整体创新水平较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大城市人均 GDP 的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

由于其发展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故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低于中小城市，并通过高铁网络产生“涓滴效应”

拉动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小城市发展空间较大，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其外溢效应不显著。 

表 8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及城市群 SDM模型估计结果 

 
大城市 中小城市 长三角 京津冀 长江中游 

HSR 
0.060*** 

(6.485) 

0.185*** 

(2.623) 

0.065*** 

(4.665) 

0.052*** 

(4.293) 

-0.068*** 

(-3.791) 

w×HSR 
0.122*** 

(3.369) 

0.127 

(0.757) 

0.092 

(1.343) 

0.077** 

(2.293) 

0.037 

(1.1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ρ 
0.467** 

(7.520) 

0.099 

(1.444) 

0.376*** 

(3.955) 

-0.332** 

(-2.410) 

-0.169* 

(1.714) 

R2 0.797 0.787 0.851 0.902 0.481 

N 162 123 27 13 28 

 

表 9不同人口规模及城市群效应估计结果 

 

大城市 中小城市 长三角 京津冀 长江中游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直接 间接 

HSR 
0.062*** 

(6.851) 

0.280*** 

(3.815) 

0.185*** 

(2.619) 

0.157 

(0.342) 

0.069*** 

(4.694) 

0.188 

(1.535) 

0.049*** 

(4.133) 

0.049* 

(1.818) 

-0.069*** 

(-3.791) 

0.029 

(0.783) 

con 
-0.627*** 

(-7.373) 

-2.693*** 

(-2.810) 

0.027 

(0.346) 

1.113*** 

(2.899) 

-0.489** 

(-2.066) 

-3.225* 

(-1.719) 

-0.237 

(-1.352) 

0.588 

(1.505) 

-0.543*** 

(-3.606) 

0.429 

(1.118) 

sci 
0.155

***
 

(9.096) 

-0.074 

(-0.766) 

-0.035 

(-1.440) 

0.008 

(0.130) 

0.131
***
 

(5.318) 

0.069 

(0.695) 

-0.079 

(-1.055) 

-0.187 

(-1.634) 

-0.084
***
 

(-3.509) 

-0.107
*
 

(-1.754) 

fdi 
-0.551 

(-1.265) 

-3.255 

(-1.133) 

-0.164 

(-0.369) 

-3.121 

(-1.384) 

1.730
***
 

(3.543) 

-2.309 

(-0.848) 

-1.039 

(-0.854) 

-3.269 

(-1.651) 

-5.459
***
 

(-7.658) 

-0.094 

(-0.041) 

pgdp 0.349*** 0.725** 1.147*** 0.115 0.257*** 0.291 -0.223* 0.089 0.177***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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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0) (3.501) (19.030) (0.807) (0.665) (1.043) (-1.896) (0.472) (4.348) (2.266) 

 

对比城市群估计结果发现，除长三角外，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城市群内部产业布局差

异有关。表 9显示，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高铁网络中间中心度提升会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在城市群内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

推动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创新水平提升仅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京津冀产业结构无显著作

用，这可能是由于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北京市，其服务业高度发达，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较高，

因此创新水平提高对其作用减弱。人均 GDP 增加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

生显著的外溢效应。综合以上发现，虽然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创新水平以及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推动作用，

但在不同城市群内，这些因素的作用效果仍存在较大差异。 

4.高铁网络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分析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无法捕捉因时间滞后或时空滞后导致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高铁网络完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

降低内生性问题，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DSDM)进行扩展性讨论，模型如式(9)。将其进行改写可分解出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

表 10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 

 

 

表 10动态 SDM模型效应计算方法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短期 

 

 

长期 
 

 

 

结合上述讨论分别估计东、中、西部地区的 DSDM 模型并计算长、短期效应，同时对动态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1 和表

12。东、中、西部地区动态空间模型稳定性统计量均小于 1,满足稳定性检验。对比静态与动态结果发现，空间自相关系数提高，

模型拟合优度上升。使用动态模型似然函数值 L1与对应静态模型似然函数值 L0的差构建 LR检验统计量验证变量 Yt-1和 WYt-1系数

的联合显著性，自由度为 2,结果表明有必要使用包含动态效应的扩展模型。 



 

 12 

估计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时间滞后项均显著为正，说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时间延续性，上一期产业结构

高级化程度对本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具有导向作用。东、中部地区时空滞后项显著为负，意味着邻近地区上一期产业结构升

级程度会降低本地区本期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地区间存在资源竞争，可能产生“虹吸效应”。西部地区时空滞后项为正，表明

周边地区上一期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示范效应推动了本地区本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这与西部地区整体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地

区间竞争压力较小有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基础薄弱，易受政策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地区产业结构的时间惯性不

显著。 

表 11东、中、西部地区 DSDM模型估计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Timelag_ES 
0.919*** 

(55.286) 

0.873*** 

(48.354) 

-0.022 

(-0.616) 

Spacetimelag_ES 
-0.582*** 

(-5.851) 

-0.745*** 

(-6.466) 

0.164* 

(1.768) 

HSR 
0.015** 

(2.154) 

0.017* 

(1.873) 

-0.121 

(-1.439) 

w×HSR 
0.003 

(0.114) 

-0.015 

(-0.476) 

-0.010 

(-0.025) 

ρ 
0.429*** 

(5.214) 

0.474*** 

(5.185) 

0.409*** 

(5.54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2 0.925 0.931 0.478 

Stability Statistics 0.764 0.611 0.547 

LR 1484.86 1223.07 140.54 

 

表 12结果表明，在短期内，高铁开通直接加快了要素流动速度，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会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

但长期中这种直接效应不显著，这与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程度较高、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减弱有关，也说明部分地区产

业结构继续升级优化需要从区域内部进行，深挖内部发展创新路径。西部地区高铁网络的长期、短期直接效应均不显著，这与

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较落后有关，高铁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仍未凸显。对于溢出效应来说，东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在短期

内会阻碍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这与城市间存在资源竞争有关，中间中心度提升表明该城市与更多城市直接连通，刺

激了要素集聚，从而易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阻碍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产生了正的外溢效应。

长期内，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均不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但西部地区高铁网络完善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显

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表 12东、中、西部地区 DSDM模型效应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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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中部 西部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直接效应 

HSR 
0.015** 

(2.112) 

0.328 

(0.068) 

0.018** 

(1.964) 

0.169 

(0.320) 

-0.126 

(-1.483) 

-0.129 

(-1.5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间接效应 

HSR 
-0.030** 

(-2.003) 

-0.316 

(-0.094) 

0.037** 

(2.033) 

-0.038 

(-0.085) 

-0.176*** 

(-4.140) 

-0.247** 

(-2.4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五、结论及建议 

目前，中国高铁网络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通过高铁建设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本

文使用 2004-2018 年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铁相关数据和城市特征面板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方法探讨

了高铁网络完善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影响，检验了地区和城市规模导致的异质性，并使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扩展性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产业结构整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网络相对中间中心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

正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高铁网络完善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其次，地区间在经济发展、区位和禀赋等方面的差

异导致了高铁网络建设的非均质化，促使高铁网络对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方向和强度表现出较强差异。高铁网络完善直

接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且推动了大城市产业高级化进程，产生外溢效应，对中小

型城市来说，其作用效果仅局限于本地区；就区域内部城市群来说，由于产业发展布局不同，高铁网络作用结果差异较大。最

后，动态空间模型结果表明，地区产业结构存在时间延续性和时空滞后性。短期内，高铁网络完善仅作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产

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且溢出效应都存在方向性差异。长期内，仅西部地区具有溢出效应。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高铁网络完善可以加快要素流动和集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结构，从而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应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系统，以开通高铁城市为基础，扩大高铁网

络覆盖面，增加网络密度，提高区域间和区域内部通达性，促进要素再分配，减少城市间资源挤占现象，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和

分工合作。推动沿线城市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转变，促进产业链升级，不断深化高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地区间在经济发展和高铁建设上存在的非均衡性，应当因地制宜进行差异化发展，引导产业空间布局合

理化，扩大地区优势，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以城市群或经济带为基础实现集群化发展，扩大辐射效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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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列》,高铁是指设计开行速度 250 km/h且期初运营速度不低于 200 km/h的客运列车。 


